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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三册，第七期，1 990No．1 ，261 －28 1

論過渡時期法律翻譯及
雙語立法工作的政策

Pedro Horta e Costa e Sérgio de Almeida Corre ia＊

緒言

本文就澳門目前公認的兩個首要問題——法律翻譯和雙語立法（或其立法方

面的法律本地化）做初步探討以便做更深入的研究。

把這兩個問題與建立雙語法律體系，把中文變成為官方語言以及與中葡聯合

聲明有關澳門前途的內容等聯系起來，是撰寫本文一貫的宗旨。

葡萄牙政府1 987年4月1 9日做出的承諾以及作為歐洲國家最後一個正式放棄

亞洲大陸的歷史責任感，早就要求我們對上述問題加以反思。

事實上，聯合聲明及其附件如下段落規定要保留澳門現行法律體系，通過對

現行立法文件的了解去訴諸法律和法院，採用法律雙語制以及把中文變為官方語

言：

“……；法律基本不變。”（第二條第四款）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①，還可以使

用葡文。”（第二條第五款）

“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留澳門原有法律所規定的澳門居民和其他人的各項

權利和自由，包括……；住宅和通信不受侵犯及訴諸法律和法院的權利；

……”（附件Ⅰ第五條）

＊法律翻譯辦公室

① 斜體字係本文作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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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使用語法語音截然不同的兩種語言的社會裏，讓實際上佔多數的居民

去閱讀和解釋本來就很複雜的立法文件，是不公正的，在倫理上也是不能接受的

，因為所涉及的語言是專業性的；而他們所使用的却不是他們在日常生活和交往

中常用的那種語言。由此，可能經常產生衝突，其根源不應該在臆想性的對法律

的抗拒意識中尋找，正確的作法應該在法律內容的難以理解和弄懂這一點上尋找

其根源。

法律翻譯是知識和經驗交流的特殊領域。這一點，艾温·泰奧托 （E rw i n

T h e odo r）②曾強調指出：“當呼吁進行交流和對話的呼聲日漸高漲之時，仍然有

必要提醒，這些目標是通過翻譯達到的：用言辭翻譯思維，用概念翻譯形象，無

論這個過程涉及的是一種還是多種語言。”他接着指出：“如果沒有翻譯者致力

於擴展人類交往領域、使講某種語言的人得以享有講其它語言的人民在科學、哲

學和文學藝術方面的技術和實踐成果的話，戰爭與和平環境下的社會和政治接觸

，以及無論是科學、哲學還是文學知識的傳播，都將是非常有限或甚至不可能的

。”

維護葡萄牙在東方的存在是通過翻譯葡國法律③，通過在澳門將來立法都有

中文文本，通過培養一批了解葡國法律精髓及其最顯著特性、並善於在尊重漢語

的文化和語言特點的情况下保持葡國法律概念的形式與內容的法學家和翻譯家精

英來實現的。

談及廣義翻譯，就是要把文章及其有關信息從原文語言轉換到譯文語言，不

改變內容而且要尊重譯文語言的語言和文化背景。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翻譯是“不同的法律文化的溝通”④，是翻譯工作的

特殊領域，因為它要求翻譯者不僅要掌握兩種相關的語言，而且要具備法律知識

和對法律的特殊的敏感性。

② 艾溫 · 泰 奧 托 著（Erwi n Theodor：“ Traduç ã o，Ofí cio e A rte”，（ “翻譯，職業與藝術

”） ， 聖保 羅 ，1 9 85年 版第 9及1 1 頁 。
③葡萄牙前殖民地果阿、達曼和第烏的情况具有特殊的意義。事實上，通過“果阿、達曼和第

烏的行政 管理 法” （“Goa，Daman and Diu Adminis t rat i on Act ”－ Act No．1 of
1 962）， 印度議會使在這些領地上實施的所有葡萄牙法律繼續保持有效，直至被權威

立法機構全部或部分廢除為止，儘管1949年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國家必須向公民提供一
部全印度通用的統一民法法典”。

成為印度內部法律的葡萄牙現行法規中引人注目的是1867年的民法法典有關家庭法和繼
承法的規定，以及1 939年的民事訴訟法典對經常性的財產登記程序所作的規定。

目前我們對前景的担憂，無疑是如何實施這些規定：如果不對葡萄牙立法文件作任何翻
譯或語言轉換，那麼，在對語言有不利或敵意的情况下實施葡萄牙法律，似乎是不可思議的
。據作者所知，這些法規僅有一部分被當地雙語法學家譯成英文，而且毫無官方價值。

無論如何，葡萄牙法律被以安格魯撒克遜為基礎的印度司法機構承認並在其中佔有獨一
無二重要地位的情况，具有很大的價值，從而印度司法機構得到了來自歐洲大陸法系的幫助
和影響。葡萄牙法律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對當地社會的凝聚和融合作出了貢獻。

④阿伯多·高斯達 Alberto Costa 著 ：“由中葡聯合聲明看澳門法制的延續和變化”見《澳
門法律雜誌》，1 988年第一期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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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工作發展到後期將使建立一個雙語立法工作或法律雙語體系成為可能，

其可能帶來的後果是多方面的，如同一法律文件的葡文文本和中文文本具有相同

的價值、作用和目的。

這兩個支配了撰寫本文的根據，是不能與把中文變為官方語言在形式上和實

質上的制度化割裂開來。因而，對一些有過類似問題的國家如印度、斯里蘭卡和

加拿大的經驗所作的分析表明，採納雙語體系意味着在實用性和非實用性之間作

出抉擇，而這種抉擇與力圖滿足和實現（或許）合情合理的民族主義願望的事實

無關。

要全部實現聯合聲明中闡述的原則，儘管由於時間原因而受到限制⑤，任何

時候都不能忽略從技術上站在穩妥的基礎之上去展開工作⑥。

這樣，無論是本義法律翻譯還是雙語立法工作中認証文件的可靠性問題，就

不能不提及。

兩種文本在形式上和事實上的地位平等性，以及解決互相對立的立法文本的

解釋所可能產生的料想不到的分歧，亦不能不提及。

用以達到預定目標的方法也是主要憂慮之一。可以說，如果沒有指明通向它

的途徑的話，對主要命題的簡單表述將在很大程度上喪失其用途，儘管提出了具

體方案。

⑤這裏簡要談一下聯合聲明的法律性質問題。把它納入條約類，其意義是微不足道的。事實上

，這種分類很多，而且因作者而異。這種分類大都已過時，甚至那種對法律性條約和合同性
條約加以區別的分類也早已過時。根據李志高（Gonç al ves Pereira）敎授講授的課程，“在

現代，……這種分類僅有一個意向價值。這種分類不是絕對嚴格的，因爲存在綜合性的條約
，難以把它們納入這種或那種分類；由此看來，不是對條約進行分類，而是對條約上載有的
規定進行分類。”“國際法課程”，第二版第1 40頁。

在這方面，重要的是弄清聯合聲明是否作爲國家的嚴肅條約對締約雙方有義務，而這種
義務又是什麼類型的。對此，我們認爲，聯合聲明的要點是在1999年12月1 9日把澳門的治權

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倘若這個文件的其它義務可以嚴格地加以考慮的話，由於缺乏對不
履行義務的適當制裁，它們不過是爲目的的義務而已，其性質附屬於主要義務，而又要依據
善意原則加以解釋。這就是說，爲了順利移交，葡萄牙有義務創造條件以全面履行協議。然
而，僅要求在權力移交預定日期准備好這些條件並擧行正式交接。聯合聲明並沒有說葡萄牙
應該在1 989年或1 995年使中文成爲官方語言。我們理解，只是爲了履行所承担的義務，最好

要使中文成為官方語言，一旦認為已具備條件，是葡萄牙而不是澳門政府應該去做這件事，

而接受對任何方面的干涉都將是不合法的。履行一項條約是每一個締約國的內部法律問題，
甚至對履行各自的承諾也沒有要求在時間上同步：中華人民共國和國所承担的義務，是1999

年以後的義務，而葡萄牙的義務則應在這個日期之前履行。

最後，為了實施某些預定行動要對葡萄牙國內法律方面的能力引起注意。已經發現對澳
門政府提的許多要求和施加的壓力，除了不合理之外，還是沒有根據和不合法的，這是由葡

萄牙憲法和澳門組織章程所規定的權力分配所致。
⑥簡單提一下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的經驗，在這兩個國家里，政治抉擇要看時機的演變才能成

功：在巴基斯坦，當地語言烏爾都語的實施拖了1 6年；在斯里蘭卡，1 972年憲法明確認定僧

伽儸語和泰米爾語為國語，全部立法均應使用這兩種語言。1978年，這項規定歸於失敗，倒

退至原先的安排，立法文件使用英語，法庭宣判書亦使用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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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文本的法律地位

澳門立法文件的中文文本的法律地位問題不能與使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一事分

割開來，後者為前者提供條件和框架。

稱之為條件提供者，這是因為，由於各種原因，尤其是技術性和政治性的原

因，若不事先承認中文在公眾與政府各機構、法院和立法機構接觸的各個方面具

有與葡文相同的效力，則難以想像在立法時中文文本與葡文文本會有同等地位。

另一方面，使中文成為法定語言就為許多法律翻譯問題提供框架。但這並不

意味着法律翻譯應該停下來，去期待採用普通話⑦或採用廣東話的抉擇——要進

行的工作的緊迫性與正在起步的法律翻譯進程的停止是格格不入的。廣東話僅是

普通話的一種口語變體，其書寫規則與普通話相同，這對翻譯工作有利的，因為
這樣一來，翻譯工作的規劃安排甚至可以完全獨立自主於將要做出的抉擇⑧。

然而，不能不強調一下對法律翻譯來說重要而又易受將要作出的抉擇影響的

某些方面。

例如，從讀者角度來看，如果在他所閱讀的文本中沒有發現差異，這是由於

上面提及的書寫的完美相似性，無論他是否懂普通話和／或廣東話，而對（翻譯

者）說話人（因為法律翻譯並不總限於書寫）來說，差異將是突出的，困難也不

會消失，而且是比較難以克服的困難：這是因為目前與政府合作的翻譯人數有限

，而同時掌握廣東話和普通話的翻譯人數就更少了。

這種情况應在下文提及的翻譯人員培訓計劃中予以考慮，目的是為這個工作

領域配備一批能毫無保留毫不猶豫地去掌握將要成為官方語言的中文的翻譯者。

談到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時，要考慮的是國家承認中文同葡文一樣有權參與

澳門的立法、司法機構，有權參與政府機構與公民的聯系。

⑦本文中使用的“普通話”，“北京話”和“現代標準漢語”的含義完全相同。
⑧選擇普通話或廣東話，對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所涉及的程度如何呢？選擇不是無關緊要的，

而是必需的。
目前，以及權力移交之前，澳門的官方語言都是葡萄牙語，而且四百多年以來就是如此

，儘管事實上廣東話是使用最多的語言。廣東話可以在十年時間裏獲得澳門第一語言的地位

，儘管這是純粹的學術假想，因為政府仍然是葡萄牙的。就算能做到這一點，到1 999年12月

廣東話也只能成為澳門的第二語言。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語言是普通
話，儘管它並不就是使用最廣泛的語言。這樣，廣東話注定只能在澳門或澳門特別行政區使

用的語言中佔據次要的位置。由此看來，把這樣一種變體口語確立為澳門立法、行政和司法

機構以及行政管理當局與被管理者聯系中使用的官方語言，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正是因為如此，在像香港那樣的地方，就沒有放棄確立普通話的官方地位，而其在許多

方面，尤其是語言方面的特點與澳門情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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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葡人治澳以來，澳門的整個法律體制的運轉幾乎全部是通過葡語來進行

的 。

隨着1 999年的來臨以及葡人治澳的結束，澳門在許多方面正顯示發生變化的

迹象，例如要承認中文是法律領域的積極參與因素。

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良好意願使國家把這項任務作為它的義務担

當起來，如上文所說，這種義務還具有無可爭辯的道義基礎。

在香港產生的這種必要性有些相似。然而，所找到的解決途徑並不總被認為

是最適當或最合情合理的，如對現代標準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本身含義的理解：

“第一次中文宣傳運動以及中文委員會提出四個報告之後，香港政府……不得不
同意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這個決定可能不僅是為了滿足原則上受特殊勢力支持

的要求，也是為了確保前途本身。我們不能忘記，‘語言標準化’的現象，或者

說，承認中文的社會價值並賦予它相應的地位的是遲早要發生的。”⑨

可以說，香港把中文變成官方語言，是華人壓力團體發起強大運動的結果，

而1 974年的“官方語言法令”（“ O ff icial Languages Ord i nance”） 則被看作

中文宣傳運動勝利的標誌⑩。

通過上述立法文件，中文成為和英文一樣的官方語言，“便於政府或公務員

與公眾之間的溝通”（11）（第三條一款）。

如此給中文地位下定義，那麼其官方地位的確立只能是相當薄弱或有限的。

事實上，正是因為短乏准備，障碍才沒有被全部清除，這樣，儘管“官方語言法

令”［第三條二款］承認“官方語言均具有相同的地位”，但只是在低級法院的

特定司法審理中才承認使用中文的可能性［第五條］，而且立法文件的出版仍然

只使用英語［第四條］。

這樣，香港立法者的選擇遭到批評，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該計劃很少付諸

實施（12）。

⑨ Miguel Santos Neves 與 Rui Daniel Rosá r i o， 合著：香港的語言政策，澳門《行政
》雜誌，1 988年，第一期，第49頁。

⑩袁志榮在“中文立法計劃及司法註釋問題”一文中亦持相同看法，見《香港法律雜誌》1987
年第1 7期，第98及其後數頁。

（11）原文爲“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cat 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r any
public off icer and members of tt he publ ic ”［譯者注］。我們用原文引述立法文件。
這樣可以給讀者提供一次翻譯練習，從中了解翻譯工作的艱辛。“ purposes ”一詞怎麼樣
呢？譯作“ efeitos”，“ propó sitos ”？……“ members o f the publi c ”呢 ？譯作

“cidadã o（s）”，“comunidade”，“ membros do pú bl ico”，“ populaç ã o”還是“part
icular（es）”呢？

（12）同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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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對現行體制作了變動；通過兩個“頒行佈告”（“C ommencement

no t i ces”，L．N．350／88，2 88／88）， 1 987年的“官方語言（修正）法令”

［“ O f f ici al Languages （A mendm en t） O rdi nance”］和 1987年的“詮釋及總
條款（修正 ）法令”［ I nt erpretat i on and Genera l Clause（A mendm en t）
Ordinance”］分別於1 988年1 0月28日和1 2月1 6日正式生效。

然而有一個重要的例外情况，即上述第一個條令的第四條和第四·A條的目

的是雙語立法工作。

這樣，上述兩個法令尚未正式生效之前，而且當立法文件仍只使用英文出版

時，都不能說“雙語法律規劃”已經最終起步了，儘管這個時刻很快就要到來。

有了這個制度，馬上就可以宣佈由英文立法文件翻譯出來的中文譯本具有法

律效力，而且兩種文本享有相同的地位，可以認定它們所載明的法律含意相同。

當解釋兩種文本產生分歧時，應採納能使兩種文本盡可能一致的意見，同時應考

慮到立法者立法時的意圖和目的（13）。

但是，既然中文變為官方語言在較短時期裏將成為不可抗拒的事實，無論將

做什麼樣的抉擇，那麼，就有必要重新評估迄今為止對葡文法律文件的翻譯以及

文件的制訂方式。

事實上，立法者的注意力迄今仍幾乎全部集中在用葡文制訂立法文件上。現

有的中文譯文不到二百篇，而且從整體來看，根本就不符合適時性或優先性標準

，且是零散的，對澳門立法工作來說意義不大（尤其是很不可靠）。

面對這種情况，就不能不認為有待翻譯的立法文件的數量是驚人之多；純粹

為了比較起見，提一下1 988年年底前香港現行立法文件的翻譯工作，這些立法文

件約有厚厚的35本之多，計劃用十年時間由十五名全日制翻譯員完成翻譯工作！

既然中文成為官方語言，就應該建立雙語立法工作或法律雙語體系，這是合

乎邏輯和必要的過程。儘管從嚴格的原則角度看，它是必要的，但在政治上並不

總是這樣看待它。

我們同意，最理想的是具備政治條件和必要的實踐條件，以便在一個合適的

時候同時使二者成為現實。最好將必須要進行的徹底變革的准備工作適當延長一

些，以取代從嚴格的原則性及系統性的觀點來看都很脆弱的零星變更。

從今，在葡文立法文件通過之前，要同時加強中文文本的制定工作，而且必

須起碼將澳門重要的法律文件翻譯成中文。

（13）M ichael Thomas在香港雙語法律制度的發展中亦持相同看法，《香港法律雜誌》1988年
，第18期，第1 8－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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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本既然要在法律上具有同葡文文本相同的地位，但若還不着手修訂現

有譯文，仍然會有許多人担憂，修改譯文是項刻不容緩的工作，因為對現有譯文

進行比較研究的讀者產生了疑慮，譯文的目的到底是翻譯還是要消滅葡萄牙法律

體系……

二、可靠性與平等性

雙語立法在目前及現有條件下仍是不切實際的，本文的第二部份將表明無論

理論或實踐上其重要性都與現有立法文件翻譯工作不同。因為，如果二者具有相

同的基本原則的話，那麼其准備工作和行動計劃可以相當獨立。

因此，我們所說的法律翻譯，將作為本部分的重點。

通過建立一種雙語法律體系，得到認可的中文文本將獲得一個技術上可稱作

可靠性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可靠性的定義是“一篇譯文給人的印象是它不是

被翻譯過來、而是直接用所讀到的語言撰寫，是一篇原文”（14）。

法律翻譯的標準目的，是使一個擅長比較的人無法把譯文同原文區別開來。

要達到這個目的，或者說，要使一個中文文本具有可靠性，它必須正確而簡明，

具有與葡文原文相同的實質和效果，同時保持中文的語言和文化特性。

應把法律翻譯有關人員的所有努力和技巧朝一個方向加以引導：能夠用中文

表達全部葡萄牙法律知識，令到用中文思考和表達的讀者尤其是法律工作者能夠

理解全部葡萄牙法律知識。

實際上應注意到這種翻譯主要是為華人讀者服務的，但對比一直沒有給予必

要的關注，這不僅表現在對要翻譯的葡文文件的理解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而且

歷來就不注意尋找與立法者所使用的葡文術語相對應的中文法律詞滙。這方面的

情况在後面談及翻譯的障碍時，將進一步加以論述。上述情况非常嚴重，因為譯

文中非常明顯的錯譯泛濫成災，使這些譯文用途有限，做成澳門現行法律的不良

傳播和不良形象。

法律雙語的確立還包括另一個概念，即葡文文本和中文文本地位平等。這種

地位平等可以而且也應該在兩個方面加以分析：正式平等和實際平等。

由於同一立法文件的兩種或多種文本的地位正式平等，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而且不以地點和時間條件為轉移就有可能使用任何一種文本，即使對某一規範性

的內容的解釋或實施發生分歧。

這樣，我們就在法律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法律效力相同的兩種文本的兩用性

體系，而任何文本的使用都不能忽略另一種文本的內容 。

（14）Alexandre Covacs：《加拿大聯邦法律文件的法語文本的準備工作》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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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平等性問題只能通過適當的立法文件與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並行解決。

對此不能抱有疑問：賦予中文以同葡文一樣的官方地位的立法文件，將明確

承認並宣佈澳門立法文件中文文本的可靠性和正式平等性，也就是說，將徹底排

除在澳門法律界的使用葡文原文文本的情况，承認已有的譯文具有和那些將成為

雙語立法工作對象的文本相同的權威性價值。

應該弄明白，將要採用的體系不應該對雙語立法工作中制定的文本，同對已

有的譯文文本另眼相看而將之對立起來。

這是為了保持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和准確性，是法律理論體系中公認的兩個基

本價值，要求對成文法規一視同仁，不把“以前”的文本區別於“後來”的文本

：在對待力求統一和連貫的法規，不能有兩種尺度。

承認中文文本權威性價值的法律生效時，過去的譯文文本應該修訂完畢，使

其法律價值得以承認。可以認為，最正確的作法是把已符合上述條件的譯文文本

造册在案，標明其所具有的權威性價值。這樣，對哪些譯文文本具有同葡文文本

相同的法律價值，就不會有疑問了；至於那些屆時尚未具備起碼條件的譯文文本

，適當的時候應加以修訂，在它們具備了權威性價值後就刊登在政府公報。

談到地位的實際平等則涉及中文文本在公共生活諸領城裏的使用方式和條件

：一方面，兩種文本在實用方面肯定都抽象地具有相同的價值和潛質，另一方面

在實踐中要確保這種可能性，則是另一回事。

談到地位的正式平等性時，考慮了做法上的一致性。現在的問題則是在效果

方面。在實踐中尤其是在司法領域裏承認地位的實際平等性，意味着通過不同的

途徑，即不同的語言，去獲得相同的結果。純粹的正式平等本身是不足以獲得相

同的結果的。“法律翻譯的特殊問題歸根結底是‘雙綫傳播’還是單綫傳播的問

題，這種傳播同時在兩個層面進行，任何一個層面都不能取銷也不能漠視另一層

面，而各自必須尋求有效的聯合方式”（15）。

問題的症結還是澳門日常法律工作中使用中文有限，毫無疑問，這是過渡時

期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毫無疑問，承認漢語官方地位所涉及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立法文件的解釋。

對中文文本的解釋將遵循什麼規定呢？也遵循民事法典的規定？兩種文本有

分歧時怎麼辦？如何使兩種文本的解釋得以協調？

所有這些問題可以歸結成一個問題：如何協調對同一立法文件的兩種正式文

本的有分歧或截然對立的解釋？

（15）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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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萄牙法律裏，民事法典第九到第十一條對法律的解釋作了規定。毫無疑

問，這些規定同樣適用於中文文本的解釋；儘管實際上只涉及葡萄牙法律，而不

是譯成中文的葡萄牙法律，但對中文文本可靠性的承認並非要引用關於實施中國

法律的規定。

也許可以說，葡萄牙法律的實際篇幅隨着其規範用另一種語言翻譯而變得豐

富起來，但這並未導致譯文語言相應規範的滲入。

至於有關解釋的現有規定，很清楚，民事法典沒有預見，也沒有必要預見，

對用兩種不同語言發表的正式文本會產生不同的解釋。

在進一步論述這種規定的不足方面之前，為了更好地說明可能產生的問題，

希望通過下列幾點強調一下兩種文本對照時容易產生的幾個分歧點：

1．發現其中一種文本有錯誤；

2．一種文本在語法上或字面上難以理解，而另一種文本則意思明瞭；

3．兩種文本所使用的詞語或短語具有多種含義，但至少有一種含義是共有的
；

4．無法調和兩種文本，因為兩種文本使用的短語或概念所具有的多種含義中

，沒有一種含義是共有的。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分析一下這些解釋之所以會產生問題，根本原因在於翻譯

技術上的不完善和不准確，或者是立法者表達方式有缺陷。

事實上，經驗表明，翻譯工作一直都是葡文翻譯成中文，而相反的情况，即

把中文原文文本譯成葡文的情况，一次也沒有。這種情况不會由於雙語立法工作

的開展而發生實質性的變化，至少在未有雙語立法者之前是如此。事實上，在擁

有大量具有雙語特點的立法者，且不說香港那樣地道的雙語“法律起草人”（16）之

前，雙語立法工作都只不過是同步制定葡文立法文件的中文文本罷了，與目前情

况不同之處只是翻譯的數量（將包括所制定的全部立法文件）以及它們的發表在

時間上與葡文文本並行。

由此，可能會把中文文本視為單純的葡文文本的“經審定的副本”，可能會

使葡文文本得到優越的地位，唯一的“正本”或“母本”總是葡文文本，對此，

中文文本只能退避三舍。

然而，這種意見是不能被採納的，因為它公然背逆兩種文本地位的正式平等

原則 。

（16）香港的立法程序與澳門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所採取的方法是挑選“法律起草人”，即名符其

實的制定法律文件的專家。在雙語立法工作方面，香港將得到雙語“法律起草人”的幫助，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亦將得到兩支分別掌握英文和中文的專家隊伍的幫助。
這種作法的目的是，一旦從政府方面收到包含有政治抉擇方針的“起草指示”，立法工

作就能保証雙語法律起草工作名符其實地並行展開。而得出互相協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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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缺陷的譯文是產生分歧的根源，就不能用譯文有缺陷的理由去解決分

歧。這種推卸的辦法非常容易，尤其對葡文文本讀者來說再方便不過了。

遵循上述原則，要解決分歧就必須把兩種文本放在同一平等的地位上，令其

並存不誖而不是忽視有分歧的另一方。

不能不注意到，這個立塲所涉及的是對葡文文本的解釋習慣上所賦予的價值

。事實上，要調和兩種文本，必須努力在二者之間至少找出共性的含意，把葡文

文本的解釋能力和潛力限制到某種程度，把所有那些無法與中文文本相吻合的意

思去掉。

不應該用懷疑或對立的情緒對待這種情况，因為，更為重要的是要尊重地位

平等原則，使兩種文本合作與互用富有成效。

香港解決這個問題的法律手段和原則，已經分析過了。除此之外，還有兩種

經驗：加拿大的作法和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在加拿大，“官方語言條例”（17）（“Of f i c i a l Languages A c t”）第八節2款

［Sec t i on 8（2）］ 講到這個問題，其所設想的解決問題的方針是：當對英文和法

文文本的解釋產生分歧時，解決這種分歧均應考慮到兩種文本，以便找到一種使

二者相容的方案，除非立法者持有不同的意圖，無論是明顯與否。

對任何一種文本使用的法律詞語或概念含義的不同引伸所產生的疑問，均應

通過尋找一種二者都能相容的意思使之得以解決：若二者調和不了，就要偏重於

採用較好地表達所涉及法律的實質，內容和意圖的文本。

1 969年5月23日簽署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三節（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三條

）對條約的解釋作了規定（18）。

（17）轉引自“關於法律中文本的討論”，香港律政司辦公室，1 986年4月版，第48頁。
（18）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特從該公約上摘錄出幾個重要的段落：

第三十一條
一、條約應依其用語按其上下文並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義，善意解釋

之 。
二 、 ……

三 、 ……

四 、 ……

第三十三條
一、條約文本以兩種以上文字認証者，除條約之規定或當事國之協議遇含義分歧時應以

某種文本為根據外，每種文字之文本均一律有效。
二、若以認証文字以外之他種文字做條約譯文，僅於條約有此規定或當事國有此協議時

，始得視為認証文本。
三、條約用語推定在各認證文本內含義相同。
四、除依第一項應以某種文本為根據之情形外，倘比較認証文本後發現含義有差別而非

用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所能消除時，應顧及條約目的及宗旨而接納最能調和各種文本之

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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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用語按其上下文並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義”把善意

總原則確定為解釋之通則後，該公約認為，條約用語推定在各種文本內其含義相

同，則各種文本一律有效（這與我們說的地位的正式平等明顯吻合），“除非條

約之規定或當事國之協議遇含意分歧時應以某種文本為依據”

若對不同文本進行比較而發現含意有差別而不能通過訴諸解釋之通則（如善

意原則）來解決的話，則在締約過程及末尾應顧及條約目的及宗旨而接納最能調

和各文本之含義。

對各種方案進行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是，香港立法者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維也

納公約，該公約包含了非常合情合理的原則，除此，它與加拿大法律沒有很大的

差別。

在澳門，不可避免地要制定針對這些問題的適當法律，為此，可能會採用一

種與上述同類情况非常相似的模式，如前所述，要規定一種文本不能凌駕於另一

種文本之上。

三、翻譯的障碍

翻譯的過程包括兩個基本層面：

1．對原文的理解；

2．把原文內容轉換成譯文語言，即翻譯。

正是這兩個翻譯工作的基本層面構成了翻譯的障碍（19），使原文法律信息正確

而又易於理解地轉換成譯文，變得困難或甚至不可能。

要得到一篇好譯文，不僅應具備與原文內容的理解和解釋有關的所有客觀條

件，而且要具備與譯者自身的法律知識和語言知識有關的主觀條件。這兩類條件

是分析翻譯障碍所必不可少的，我們將要做的分析正是以上述兩個基本方面為出

發點 。

那些搞直譯的倒霉鬼，

於直譯時削弱了原意！

在我這裏人家可以說：

字句雖與原文不符，

而精神却能使文章生氣蓬勃。

伏爾泰：《哲學通信》

（19）引用Alber to Cos t a 原話，見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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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原文的理解

一篇好譯文離不開對要翻譯的內容的正確理解，否則就可能扭曲或歪曲原意

，無論是硬生生的直譯，還是對原文作拙劣的簡單解釋。

實際上，這方面的問題與翻譯者的培訓問題息息相關。培訓翻譯者，不僅要

傳授必不可少的葡語知識，而且要教授像法律這樣的專業語言所特有的方法和詞

滙。

純粹為了擧例起見，可以說，澳門組織章程第57條第2款的現有譯文是上述

第一種情况的典型例子，在這一段譯文裏，“ duodé c i mos”一字錯譯成了二十

分之一，而不是十二分之一。而在澳門組織章程第39條譯文中所犯的錯誤則屬另

一種類型。在這一條款裏，有這麼一句話“總督及議員均得提出法案，對於議員

而言，則應按照立法會規程辦理”，但中文則譯成：“總督及議員均得提議設立

條例，並按立法會內部章程辦理”，其錯誤不僅在於沒能對葡語句子結構作出正

確的理解，而且也是對法律的邏輯和方法茫然無知。

我們甚至可以把現有譯文中的錯誤列成一份很長很長的清單，一些不太嚴重

，另一些則屬嚴重錯誤（如“共和國總統”一詞在澳門組織章程中共有五種不同

的譯法！），但所有的錯誤都是以犧牲原文內容為代價，使之在很多情况下無法

理解。

2 、翻譯過程

譯者在閱讀和理解要翻譯的文章之後，必須尋找最佳方式，把理解的原文內

容用譯文語言表述出來。

可以說，最嚴重的問題就發生在這裏，下面將分兩點對此加以深入探討。

a）漢語的結構

只有那些水平更高的人才能更透徹地研究葡語和漢語結構差別及其在翻譯工

作上的反映。

然而，有一些問題可以從更廣闊的角度加以論述，因為它們與漢語沒有特定

的聯系，而只是與兩種語言的聯系和對照有關。

語言是由音韵系統、詞匯系統、詞法系統和句法系統組成的，是互相聯系的

整體，對它們的任何干預都可能導致整體的改變。

翻譯是不同語種的聯系，而語言差別越大，其聯系程度就越微妙。用葡語和

漢語制定立法文件的困難在於如何用各自的文風去表達意思相同的內容，這工作

確實很辛苦，但只要具備時間和手段，是可以做到的。這項工作必須得到譯者們

的靈活合作，其靈活性要足以使他們在加工風格方面有能力通過調整改寫，用與

原文迥然不同的語言結構，將原文內容有效地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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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國法律方面的不足之處

另外，對中國法律的技術性科學性及其特有的推理體系的認識不足，也造成

了額外的困難，它表現在兩個方面：譯者對中國法律特有的詞滙和資料方面不熟

悉；中國法律概念學本身造成了困難；其原因是“眾所周知的中國法律經驗和傳

統的缺乏，或者說不夠明確”（20）。

這種情况促使我們去推動在澳門仍很欠缺的中國和葡萄牙法律文化間的溝通

或交流。當翻譯工作的參與者尤其是法律專家沒有充份掌握這兩種法律文化時，

翻譯工作的質量總是有問題的。

然而，必須知道，為了便利翻譯工作，對葡語立法文件本身作一些變動或改

寫是可能的。

我們正在考慮引入使用過的概念和術語的定義。事實上，實踐中經常遇到的

困難，是由缺乏（或不了解）能容納和轉達葡語所表達的內容的中國法律基礎知

識造成的。

這就使得某些翻譯工作變得非常困難，如登記法方面的“ pr i nc í pio do t r－
a to sucessi vo ”或“pr i nc í pi o da i ns tâ nc ia”，以及資產轉讓方面的“proprie
dade h or izon t a l” 或“d i rei t o de uso e habi taç ã o ”。就算譯者明白這些

概念的眞正含義，他也難以把它們譯得讓讀者獲得與其意向一致的概念。

而引入描述性的定義，就有辦法克服這些困難，至少在重要的文件裏規定要

使用這些定義，這樣，就對葡萄牙法律體系的理解和了解產生無可辯駁的好處。

這些定義最終將列入法律術語詞典加以出版，並不斷加以充實和完善，使它

名符其實地為對等術語的對照表。

把某一種語言的名稱或概念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作法，實際上就是尋找一個

相應的詞，一個意思廣泛相同的詞，也就是尋找它的對應詞。

當無法找到與所使用的概念或詞語自然對應的詞時，至少有三種可能的作法

能達到與所使用的概念一致：把某一種語言的概念植入另一種語言（如歐洲對

“o m budsman ”＊一詞的處理辦法）；用譯文語言創造新名稱；或者宣佈兩個詞

同義，無論是否為此創造新名稱。

鑒於兩種語言差距太大，第一種可能性在澳門似乎是不可行的。我們覺得，

第二種設想勢所難免，第三種設想則是我們所希望的。中文法律詞滙公認的欠缺

，使葡文法律概念的翻譯在很多情况下有賴於漢話新詞語的創立。這樣，一些資

深的法律專家與這種細緻的創造性工作也就必不可少的了。

（20）見④，第59頁。
＊ ombudsman為瑞典語，其他西方語言已原封不動使用這一詞，中文譯成“明政專員”，即

由基層選出而能表達民意的人——編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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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保證翻譯的可靠性和准確性，使我們覺得很有必要編出對應詞表

，以統一譯文避免因不統一而造成的錯誤。

實際上，這是一部其結構類似法律術語詞典的滙編，但目的是為了：約束翻

譯術語的選擇。譯者的工作職責並沒有約束他必須選擇法律詞典的某一詞義，這

樣，偏離原文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這多數是由於譯者多年來或整個職業生涯中就

一直使用錯誤的術語，而當時這些錯誤的術語是作為正確的東西被譯者理解和使

用的。

只有編出對應詞表，才可能養成習慣來糾正不適當詞語，並與使用明顯不正

確的譯法的傳統決裂，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有約束力。

3 、確定輕重緩急

要考慮的第三個方面是有必要確定翻譯工作中的輕重緩急。事實上，由於有

待翻譯的立法文件浩如烟海，不能不認為這種情况本身就足以構成翻譯的困難。

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根據不同題目對立法文件加以分類，以便按照預定的標準

根據題目逐一開展翻譯工作。

在預想的標準中，不一定要考慮時間或時間順序因素（這些因素可能會促使

人們先翻譯最新的立法文件），而是要考慮與公民密切相關的法律，也就是說，

對全體公民具有普遍意義的法律，應考慮優先翻譯。

四、雙語立法工作

既然現有立法文件的翻譯，如上所述，產生了很複雜的問題，那麼在澳門立

法機關要大量進行的雙語立法工作當中會出現的一些問題，除了與上述情况有某

種相似之處，還有其特殊性需加以分析。

如上所述，所謂的法律翻譯，即把一種法律思想或一個確定這種思想的術語

從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或者說從一種法律語言轉換到另一種法律語言。

在尼達（Ni da）的術語學裏，他主張用譯文語言找出最接近原文意思的對應詞，

其中首先要忠於原義，其次才是文風（21）。

至於雙語立法工作，我們就不能只滿足於翻譯現有的東西，而是要同時制定

出能達到立法本地化目的的新的立法文件。

這就是能使葡萄牙法律體系的關健概念，思想和術語轉換成漢語的唯一前景

，一方面是通過翻譯，即修訂現有立法文件的譯文，另一方面通過雙語制定新的

立法文件。

（21）Nida，“翻譯的原則”，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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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的涉及面很多，而我們提出的答覆的基點是以三個方面加以考慮的

：雙語立法工作的重要性，雙語立法工作的對象，以及如何開展雙語立法工作使

之在一個合理的期限內成為可能。

要評估雙語立法工作的重要性，最好先弄清什麼是雙語立法工作。

談到雙語立法時，我們指的是其內容和形式都一致的兩種法律文本，一種使

用葡語，另一種使用漢語。兩種文本具有一個共性，即可靠性（22），除了兩種文本

相同的價值、作用和目的外，科瓦科斯（Covacs）出色地把可靠性歸納成一個公

式：“一篇譯文給人的印象是：它不是被翻譯過來，而是直接用所讀到的語言撰

寫，是一篇原文”（23）。

這樣，無論是法律翻譯還是雙語立法文件的制定，可靠性這個概念都是相同

的。然而，這裏所說的可靠性是從不同的方面加以考慮的：法律翻譯的目的是賦

予使用不同於原文語言的另一種語言的譯文以可靠性。很清楚既然原文文本是可

靠的，那麼翻譯出來的第二種文本也應該是可靠的。在一個法律雙語體系裏，法

律只有一個，即用兩種語言發表的法律，而且任何一種文本本質上都是可靠的。

可靠性的獲得不是兩次而是僅有一次（24）。

1 867年頒佈，1 982年修訂的加拿大憲法第1 33條刻劃了較完善的法律雙語體

系的形成：

“任何人都可以在加拿大國會和魁北克立法院的辯論中使用英語或法語

；上述兩個立法機構的議事錄和出版物必須使用這兩種語言；在受本法令制

約的任何一個加拿大法院裏發生的或由其導致的任何辨護或訴訟中，或在任

何或所有的魁北克法院裏發生的或由其導致的任何辯護或訴訟中，任何人都
可以使用這兩種語言中的任何一種。加拿大國會和魁北克立法院的法令必須

使用這兩種語言刊發。”

任何一種文本都不佔優勢，它們的地位完全平等。如果說：“法語可以和英

語一樣使用……”，兩種文本當然有所不同，在這種假設裏，就面臨着確立第二

種語言官方地位的典型情况。這裏說的是法律雙語制（25）。

（22）F r an c i s  C h e un g 在1 98 6年 1 2月的 講座 “香 港法 律的 雙語 規定 ”中 持同 樣看 法 ；
T h omas 寫道—— ：“這裏的邏輯是，儘管有兩個文本，但只有一個法律。只有一個法律

和一個法律體系，而沒有兩個法律或兩個法律體系”。

（23）見（14）。
（24）這裏集中了法律翻譯與雙語立法工作之間的全部差別。那些起初具有相同目的的東西，由於

其獲得可靠性的時間，將變得完全不同。從科學的觀點來看，無視這種差別，則意味着作了
一個錯誤的評價，其影響不能不在最終結果上表現出來。否則可以說，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
本地化是同一個問題了，因為二者都是本地化。

（25）必須作個說明，以進一步弄清把一種語言變為官方語言和法律雙語制在作法上的差別。擧一
個實例會有助於理解。讓我們把引述過的加拿大憲法文本同香港的1974年“官方語言法令”
第三條第1款的規定作一番比較：“為了方便政府或公務員與公衆溝通，現將英文和中文定

為香港的官方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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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葡萄牙行政當局保存葡萄牙司法體系的最高目的必須通過雙語言立法工

作體系或法律雙語制的有效實施才能實現。而僅對葡萄牙立法文件進行翻譯則是

不夠的，儘管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賦予中文文本以譯文所必需的可靠性。

可靠性是法律翻譯的基本特性，同樣確實無疑的是，獲取將要制定的文本的

可靠性的最好方式是用原文撰寫這些文本。嗣後的所有法律發展不是以一種而是

以兩種文本為基礎，一種使用葡語，另一種使用漢語。

中文文本的內容應全部與葡文文本所表達的內容一致，兩種文本的宗旨是同

一的，一句話，任何一種文本都必須是可靠的，這是明顯和理所當然的。

相同的可靠性不應被視為一種純理想化的目標，而應視為一個眞正的尺度，

其約束力必須是通過對要分析的文本的簡單閱讀就能自行產生。

讓我們再次引用加拿大的經驗，上述加拿大憲法第1 33條第8節明確規定，

立法文件的法文文本和英文文本“均是可靠的”。然而，建立一個這種性質的體

系，不是沒有困難的。立法者並不總是用所要求的簡要性和明確性去制定法律，

立法文件的某一語言的文本會因此產生問題。

加拿大聯邦法院提出了彌補上述缺陷的辦法，即根據兩種文本的精神做出最

適當的法律翻譯。能適應兩種文本的解釋性意思。也就是說，當兩種文本缺乏簡

明性、意思模稜兩可而產生分歧和衝突時，從意思清楚的文本得出的解釋應佔優

勢地位。

1 999年前建立一個像加拿大那樣幾近完美的法律雙語體系根本是不現實的，

如果對此沒有爭議，那麼，中葡聯合聲明對1 999年1 2月以後保留現有司法體系所

作的承諾，起碼要使這項工作迅速起步，爭取分階段建立一個雙語立法工作體系

。我們現有的時間不多，這就要求我們要做短期完成的、政治上扎實的工作安排

了。我們是從零開始的，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可能成為實現既定目標的

障碍，但對那些將從事這項工作的人來說，無論是這項工作所具有的新鮮感還是

挑戰性，都是莫大的鼓舞。

我們很難在未來四年裏擁有雙語言法律工作者，看來，重心要放在培養翻譯

者和悉心翻譯葡文文件上。這確實是一項大膽的工作，而且所擁有的時間很短，

容不得因官僚主義而造成的偏離和延誤。但只要合理調配物質和人力資源，大家

都共同努力，可以對之持低調的樂觀態度。

（25）（續）加拿大法律條款本身是不需要再作進一步的完善：而上述香港法令第三條第1款給人的

印象却是不完備、不完美、需要進一步予以完善。本文的出發點一直是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
，然後才是法律雙語制，其可靠性和地位平等。在我們多次提及的第1 33條裏，並沒有描述
某種語言官方地位的確立，而是把它作為法律雙語制的一部分，一句話，它就是法律雙語制
本身。在香港，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則是為了以後能達到法律文化溝通的高級階段。

對澳門的特殊情况來說，可以斷言，加拿大模式是最理想的，而香港模式則是可能性最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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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翻譯者不是翻譯工作的軀體和靈魂的話，那麼歌德就沒有理由把翻譯者

的定義確定為文化間完善無缺的中介者。翻譯者的中介作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略

，必須向譯者提供適當及堅實的法律培訓。這種法律培訓，不能沒有葡萄牙法律

工作者的參與，也不能缺少葡語和漢語知識的進修提高，否則難以獲得新工作方

法以擺脫目前仍在澳門流行的僵化的翻譯模式。

1 、方法

我們認為，方法就是旨在達到一個或多個既定目標的一系列行動的綜合（26）。

這樣，我們要討論方法問題，就不能不確定目標的定義。

目標的定義因其所考慮的時間而異，也就是說，達到目標的期限不是沒有差

別的。目標有短期的、中期的和長期的，而短期目標的實現正是向長期目標的成

功提供條件。在整體上，它們應該是前後連貫和可行的。

比較突出的短期目標有下面幾個：

——出版法律術語小辭典；

——修訂澳門現有的法律譯文；

——翻譯出版將要制定的文件的中文文本；

——向翻譯者提供法律知識，以促其了解法律內容。

由此可以看出，建立一個雙語立法體系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一短期目標，因

為現有結構不允許在很短的時間裏考慮這種假設。

事實上，雙語立法工作不能與另外兩個目標的考慮隔裂，這兩個目標與雙語

立法工作一起構成了中期目標：

——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

——培訓一支法律翻譯者和雙語“法律起草人”的專業隊伍。

所有這些中、短期目標都是為了實現唯一的一個目標：保留葡萄牙司法體系
。

這是根據聯合聲明可以考慮的唯一途徑以達到保留葡萄牙司法體系的目的。

（26）“根據語源學，可以認為，一旦選定“途徑”，即根據規劃為達到某個預定目標而制定的程

序，方法也就有了。目標可以是知識，甚至可以是純粹實踐的活動” 。 Jaime Puigarnau
《法學家的邏輯》 Bosch，Barcelona， 1 978年，第1 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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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葡中基本法律詞滙的准備工作，無可置疑地証實了幾十年來澳門翻譯的

法律譯文中的錯誤。然而，考慮到這些譯文產生的時間和工作條件，考慮到所涉

及題材的多樣性，考慮到這些文本的譯者沒有受過適當的培訓，考慮到那些不得

不了解最基本的法律規定，那麼就不能不認為許多譯文所達到水平是應該受到贊

賞的。

在目前還不具備一批翻譯精英和雙語立法者精英的情况下，要建立一個雙語

立法工作體系是絕對不可思議的。我們所說的是名符其實的精英，與馬思·伽羅

（Max Gal lo） 說的精英是一個意思，指的是這些精英力量通常所起的創造和革

新作用，即任何一個政治社會得以延續和進步的因素。他們是所在環境的發動機

和推動力，只要被正確地引導，就有能力在短期內完成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葡

萄牙行政當局面臨的挑戰是：在未來的四年裏建立雙語立法工作體系，該體系發

展方向是到1 999年能把法律雙語制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這一切均有賴於創造正常開展工作的條件。

a．首先，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法律翻譯應眞正被視作一個高度專業化的技

術領域，並通過法律途徑把它納入澳門公共行政的職業範圍內。

說它是高度專業化的，這是因為譯者除了要精通至少兩種語言外，還要求對

其所翻譯的內容瞭如指掌。

正確理解立法文件所涉及的領域，尋找恰當的相應的詞滙，所譯出的文本能

符合語言學的要求，發揮創造性和獨立性，這些應是人材培訓工作的特點。

b ．其次，我們必須記住，除了華務司組織的一般性培訓外，大部份澳門翻

譯者都不具備其所工作領域的專業化知識。

因此，必須在法律領域開展培訓活動（27），一旦開始翻譯或開始准備每一個特

定領域的立法文件時，還要開設一些有助於翻譯者了解其要涉及的題材的課程。

C ．考慮的第三個方面，是必須針對行政當局要制定的立法文件的內容，對

翻譯活動和工作提前做出安排。

事實上，人材資源的短缺，要求我們必須在各個方面對工作的開展作出合理

的安排和專門的准備，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有正確的時間表，就容不得走彎路，

容不得效果有疑問的作法。

d ．我們隣埠香港的經驗表明，起草新文件而獲得可靠性比通過現有立法文

件的翻譯獲得可靠性要容易一些。儘管如此，考慮到我們在雙語立法工作方面的

經驗是零，我們還是認為，目前最正確的作法是開展現有立法文件的翻譯工作，

而這並不妨碍馬上開始培訓以後各階段所需要的人材。

（27）除了葡語和漢語外，培訓活動應包括法律入門、葡萄牙憲法、中國憲法、行政法以及公職法

等方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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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制定雙語立法文件不是翻譯者的任務，而是所謂的“法律起草人”的任

務，澳門目前還沒有這種“法律起草人”。

在這個領域內對翻譯者的培訓將是決定性的。我們認為，澳門未來的“法律

起草人”，儘管這個詞義並不貼切，將從翻譯者隊伍中產生，為此必須作出特別

的努力，向他們提供適當的培訓，使他們具備處理法律文件的能力。

2 、程序

除了方法問題，在雙語立法工作中我們還面臨着方法的實際運用問題，即程

序問題。我們說的程序，是與具體部驟聯系的程序，是隨時使構成方法的行動得

以實現的程序。

僅僅指明目標是不夠的，還必須指明達到目標的“途徑”。

第一個步驟是確定工作領域。我們認為，這種確定具有一種半永久性的性質

，儘管工作的進展或挫折將會影響所作的選擇，而且可能每個年度還要作一些修

改 。

選擇某一工作領域的任務是有關技術人員的職責，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成

為政治性考慮的對象。目前，目標業已確定，而方法也已討論過，政治選擇也已

作出，不能再提什麼政治選擇了，否則將會導致難以彌補的延誤。

下一步就是挑選翻譯者，如可能，就挑選“法律起草人”，讓他們負責起草

法律草案。

確定工作領域時，我們的設想是，應選擇制定公共行政領域的法規，作為學

術性的範例。挑選翻譯者的首要指導性標準，應當是業務上最熟悉和最能適應這

種立法工作的人，可以通過他們以前所做的翻譯工作也可以通過他們在公職業務

中所起的作用加以衡量。

將在選定的領域裏向選定的人員提供一個短期培訓，其內容主要是主題入門

引導，增強對關係最密切的一切問題的了解，闡述起草新立法文件的目的及其主

要概念。

完成這個階段之後，就開始鋪開工作，即用選定的語言起草。這項工作完成

後，要由語言學家和法學家對之進行分析，以評價文本草稿是否完善及是否達到

了目的。這些文本應該互相比較，以避免在各自的解釋中產生“含糊或分歧”。

最後階段是根據預定的法律機制為通過這些文本作准備工作，然後同時正式

發表兩種可靠的法律文本。

這個程序乍看很複雜，但實際上並不複雜。組織工作是實現上述願望的試金

石，而且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也是避免產生敏感性問題的唯一合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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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提請注意被某些作者稱之為雙重翻譯條件的東西，它完全適用於

我們提出的制定立法文件的方案 ：“……翻譯外語，必須考慮兩個條件，每個條件

都是必需的，只有其中一個條件是不夠的：學習外語，（系統地）學習使用該語

言的人種史”（28）。這就是尼達確定的基本原則，與美國的語言學主流派的觀點一

致。根據這個基本原則，“詞語是本地化文化現象的象徵，如果脫離該現象，這

些詞語就無法被正確地理解”（29）。

五、結論

我們對基本問題作了闡述，這些基本問題涉及立法文件的翻譯及其前所未有

的制定；我們置身於一個不完善的雙語社會，正值要正式地把對澳門的行政管理

權移交給中國，而且有可能對各樣的論題作一個整體的初步分析：廣義的本地化

，中文官方化，法律翻譯和法律雙語制；在不久將來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斷言澳

門確實朝一種雙語言法律體系發展，對此提出疑問是理所當然的。

要在民族主義情緒根深蒂固、外界影響難以滲入的情况下，要求在同質的條

件下確定法律和語言的標記，是不易實現的夢想，其所取得的成果也並非在短短

一代人的時間內所能評估得出來的。

在上述特殊環境裏，只通過立法途徑而不靠外界支持就想確立鞏固法律雙語

體系，看來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因此就斷言，保留了葡萄牙法律傳統和體系的一

種多語言社會的建立無須採納一種雙語立法體系，這種採納是一種有決定意義的

基本抉擇，儘管有人說，要在澳門實現法律雙語體系是純粹的幻想。

“不要讓我們的視野變得狹窄，也不要把命運強加於人”（30），當長期以來所

渴望的有效獨立性尚未付諸現實時，就更是如此。

在澳門建立一種從科學文化角度來說可被接受的法律雙語模式的可能性，並

並不取決於我們葡萄牙人的意願，而是取決於中國在其內部保留一種引進的法律

體系的興趣。

我們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利用葡萄牙在法律這個如此特殊而又難以滲

入的領域裏所取得的經驗，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體系是通過吸取外來模式

和走它自己本身的社會政治結構所決定的自治道路去豐富法律這種進步意願所產
生的（31）。這樣，只要在各自的體系和各自的前進方式的相互理解方面做一番初步

的努力，我們就可能達到本文多次提及的保留葡萄牙司法體系的目標。

（28）引自 Georges Mouni n （見（21），第21 7頁）

（29）Nida，“語言學和人種學”，第207頁。
（30）Cunha Rodrigues ，“澳門司法行政及政治行政的過渡”，《澳門法學雜誌》，1988年，

第 3 1 頁 。

（31）何意志（Robert Heuser）1988年9月2日作題為“中國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徵，現狀及前景

”的講座時，曾就該論題作了探討。
280



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和語言極其豐富的國家，能接納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其

以四個世紀的有益交往和交融為基礎的社會，這件事可能會進一步推動和促進中

國領導人所維護的現代化。這一點體現在鄧小平針對一個類似情况所說過的話裏

：“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

窗口。”（32）

澳門最有代表性的機構與這些機構所歸屬的社會之間的聯系明顯地脫節，其

根源不能不在講葡文和中文的人之間的明顯的不對稱現象中尋找。我們認為，只

要有關國家有尋求共同行動消除分歧的願望，這種畸形的雙語現象，准確地說，

這種特殊的語言不對稱現象，是可以克服的。一種可以考慮的作法，就是在未來

的澳門基本法中把葡語確定為官方語言，為期若干年，當然這種作法不應對中文

官方化構成任何形式的抵觸或削弱。

比消除分歧更重要的，是尋找葡中兩國人民與文化的接觸點，他們有幸在珠

江三角洲相遇並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共同譜寫了歷史篇章。以前如此，將來也會

如此。因而，葡國的語言傳統和法律體系傳統，應被視作葡國留給亞洲的最好的

東西。

一個國家所擁有的最寶貴的東西莫過於其所使用的語言，而支配這個國家的

法律，則使之得以生存和強大，這難道不是千眞萬確的嗎？

（32）鄧小平：“今日中國的基本問題” ，北京外文出版社，1 987年，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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